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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指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分析各要素间的协同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关怀

与效率、信用环境、市场公平性和开放程度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政府引导型和市场驱动型路径发挥重要作用；进

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在市场竞争、创新能力和政府效率上具有较强优势，中部地区则在公共资源供给、信用环境和市场公

平表现突出；西部地区则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不断提升开放程度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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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indicators for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utilizing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ous factor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government care

and efficiency, credit environment, market fairness, and openness are key factors propelling the growth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oth

government-guided and market-driven paths play significant roles.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eastern region boasts advantages in

market competition,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government efficiency. The central region stands out in public resource supply, credit

environment, and market fairness. Under strong government support, the western region continually enhances its openness,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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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数字化技术不断崭露头角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崛

起已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布

局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营商

环境的角色日益凸显，在塑造国家及地区经济竞争力方面具有

不可或缺的作用，并涉及政府效率、市场公平和信用环境等多

重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
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优化营商环境。
尽管已有研究在数字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但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其动力机制的深度探

索仍显不足。鉴于此，揭示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复

杂关联以及其驱动路径的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首先，基于系统理论，构建营商环境

与数字经济发展体系，为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其次，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对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的

内在关系进行探讨。再次，揭示营商环境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所

起到的关键作用、驱动路径以及区域发展特性。最后，为政府

部门和企业界提供了营商环境优化的策略建议，旨在推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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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力。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1. 文献综述

在数字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的研究领域，学界已有大量的

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两方面：一是营商环境的定义及其构成

元素的理解。世界银行在《营商环境报告》中定义营商环境为

企业在进行创业、经营等活动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总和[1]。
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一种区域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内，

企业的行为受到政府、金融机构、公共服务机构等多种外部因

素的影响和制约。营商环境的构成要素包括政府的支持和效

率、公共资源供应、信用环境、法治环境、市场公平性、开放

程度等多个方面[2]。张邦辉、李琴(2023)厘清营商环境与中国式

现代化的内在联系，以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3]。二是数字经济

发展与营商环境的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4]。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

和法治环境的完善是驱动数字产业发展的核心因素[5]。提高政

府立法质量对于完善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6]。良好

的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促进作用，这包括政府对数

字产业的扶持[7]、税收优惠以及对企业的法律保护等政策措施[8]，

多项政策措施可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9]，提高城市创业活

跃度[10]，增强环境承载力，从而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11]。
综上，已有研究分析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还存

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单一要素的定量分

析，较少分析系统内诸多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进而对营

商环境与数字经济的整体性、协同性和动态性的理解还不够充

分[12]。二是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之间的线性

关系，较少涉及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三是

营商环境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讨论在现有研究中较为欠

缺。鉴于不同地区的营商环境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如何充

分挖掘和发挥各地区的特色和优势，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 理论基础

目前，已有研究主要局限于单一或线性的关系分析，鲜有

学者从组态视角出发，将我国各省份作为具体参考对象，分析

营商环境如何以多元化、互动式的方式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为此，文章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包括

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互联网相关产出、移

动互联网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等核心指标。同时也构

建了一个包含多个维度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从政府角色、社

会环境、市场环境三个一级维度出发，细分为政府关怀、政府

能力、公共资源供给、社会信用、法治环境、市场竞争公平、
市场开放程度七个二级指标[13]。由于营商环境的各要素与数字

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此种关系不仅表现在

单一要素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上，更表现在诸多要素之间的

共生、竞争及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共同影响方面。基于组态视

角构建的理论模型能够更全面、深入地揭示营商环境与数字经

济发展之间的内在机制。
三、研究方法

1. 方法选择

本研究选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

parative Analysis, fsQCA)方法，以剖析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发展

的复杂影响机制。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由美国社会学家 Charles
Ragin 发展而来，这一方法的应用越过了传统定性与定量研究

的划定界限，特别适用于处理中等样本的复杂问题。故使用该

方法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我国各省份的样本数量介于大规

模样本和小规模样本之间，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视

为连续性变量，能够有效地解决并发性、非对称性、多重等效

性等传统方法难以克服的问题。第二，这一方法的应用有助于

揭示特定地区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因果关系，能

打开因果关系的“黑匣子”，提炼各地区可推广的发展策略。
2. 样本和数据

本研究以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 （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

作为研究样本。基于赵涛等(2020)研究，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

数，考虑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互联网相关

产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14]。基于侯冠

宇(2023)研究，营商环境的评价指标包括：政府关怀、政府效

率、公共资源供给、融资信用、法治建设、市场公平及市场开

放程度这七个核心方面。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营商报告》等。考虑到此种影响

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借鉴 Zhang 等(2020)[15]和苏屹等(2017)[16]

的研究方法，具体构建的指标体系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3. 测量和校准

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均被视为独立集合。这些集合都以一

定的隶属分数存在于每个样本案例中。首先，依据各个地区的

具体发展情况，对所有变量的取值分布进行测量统计，设定每

个变量的三个“锚点”，即“完全隶属”“交叉点”及“完全

不隶属”。并将每一个校准点对应设定为样本数据在 95%、50%
和 5%的分位数[17]，展现出各变量在样本集合中的实际分布情

况，增强模型的准确性和信度，校准结果如表 3 所示。
四、实证分析

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从一致性和覆盖率两方面对单一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是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数字经济
发展指数

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
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 +

互联网相关产出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表 1 结果变量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内容与计算公式

营商
环境
指标
体系

政府角色
政府关怀 政府对企业关心指数

政府能力
电子服务能力指数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GDP

社会环境

公共资源供给 水电、交通、人力资本、互联网人均使用数量

社会信用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GDP

商业纠纷/企业数

法治环境
司法文明指数、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数/专
利数、万人刑事案件、律师数量/企业数和中

国司法透明指数

市场环境

市场竞争公平
商标注册数/人口数

私营企业法人单位数占企业法人数

市场开放程度
海关进出口额/GDP

外资直接投资企业数/企业数
对外非金融投资/GDP

表 2 条件变量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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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

Y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0.6 0.2 0.1

条件变量

政府角色
X1 政府关怀 89 52 14
X2 政府效率 90 72 40

社会环境
X3 公共资源供给 66 49 33
X4 信用环境 87 66 38
X5 法治环境 64 43 22

市场环境
X6 市场公平 64 38 19
X7 开放程度 49 9 2

表 3 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的校准

变量 变量说明
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非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X1 高政府关怀 0.735808 0.705021 0.613776 0.695955
~X1 低政府关怀 0.682678 0.598978 0.739852 0.768199
X2 高政府效率 0.743814 0.714685 0.549200 0.624476
~X2 低政府效率 0.609170 0.533121 0.749077 0.775796
X3 高公共资源供给 0.732897 0.694004 0.614391 0.688491
~X3 低公共资源供给 0.671034 0.595223 0.726937 0.763073
X4 高信用环境 0.772926 0.726899 0.614391 0.683778
~X4 低信用环境 0.663756 0.592593 0.754613 0.797271
X5 高法治环境 0.754731 0.692256 0.559040 0.606809
~X5 低法治环境 0.571325 0.522636 0.716482 0.775633
X6 高市场公平 0.819505 0.761840 0.576876 0.634641
~X6 低市场公平 0.606987 0.547963 0.783518 0.837056
X7 高开放程度 0.839156 0.801808 0.516605 0.584145
~X7 低开放程度 0.564774 0.496799 0.824723 0.858515

注：此处一致性与覆盖率分别保留 6 位小数。

表 4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结果

注：其中★表示核心条件，●表示辅助条件，◎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辅助条件缺失，空格表示该条件既可以存在也可以缺失，不影响路径的准确性，下同。

可以构成充分或必要条件进行测度。基于 QCA 3.0 软件，借鉴

王婉等(2022)[18]、侯冠宇和熊金武(2023)[19]的做法，保证结果的

稳健性，对单变量缺少状况 （带～符号） 的结果同样进行检验。
根据表 4 可知，单一变量的一致性指标均小于构成必要条件的

临界值 0.9，可见营商环境的单一变量无法有效解释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2.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表 5 中呈现的是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中的七个条件变量对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组态分析结果。分析结果揭示，推动我国当

前数字经济发展至高水平的途径存在四条有效组态路径。具体

来说，政府的关心和有效行政管理、良好的信用环境以及市场

的公平性与开放程度在营商环境中被视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

关键要素。本研究中的条件组态覆盖了 54%的样本空间，而总

体的一致性达到了 90%。同时，各单条路径的一致性与总体一

致性均高于 0.89，说明这四条路径在当前营商环境中发挥着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策略作用。
（1） 高组态结果分析

组态 H1 的一致性为 0.95，原始覆盖度为 0.29，能够解释

29%的样本案例。核心因素为政府效率与信用环境，辅助因素

为公共资源供给、法治环境与市场公平，典型案例为江苏省。
在这一组态中，政府效率主要体现在政府决策的高效执行、行

政审批的简化及优化政策制定，这些措施对互联网相关从业人

员数量、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信用环境强调的是建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对互联网普及率、
相关电信业务总量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公共资

源供给、法治环境和市场公平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普

及率和相关电信业务总量的提升。整体而言，组态 H1 强调政

府效率与信用环境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核心作用。

组态 H2 的一致性为 0.90，原始覆盖度为 0.37，能够解释

37%的样本案例。核心因素为政府角色、信用环境和市场环境，

典型案例为浙江省。在这一组态中，政府角色主要体现在政府

对数字经济的引导与支持，如提供税收优惠、资金扶持以及人

才培养等政策的实施对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量、移动互联网

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信用环境在此组

态中依然是核心因素之一，通过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对互联网

普及率、相关电信业务总量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作

用。市场环境在这一组态中成为关键因素，包括市场准入、市

场竞争以及市场监管等，诸多因素共同促进了互联网普及率、
相关电信业务总量、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的提升。整体而言，组态 H2 凸显了政府角色、信用环境和市场

环境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与组态 H1 相比，H2
更注重政府对数字经济的引导与支持，以及市场环境的优化。

组态 H3 的一致性为 0.94，原始覆盖度为 0.40，能够解释

40%的样本案例。核心因素为政府角色、市场环境与信用环境，

典型案例为北京市。在这一组态中，政府角色主要体现在政府

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支持，如加大对科研项目的投入、鼓

励技术研发以及引导企业加强产学研合作，这些措施对互联网

相关从业人员数量、相关电信业务总量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市场环境在组态 H3 中依然是关键因素，特别

强调市场开放与竞争，包括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维护市场秩序

以及鼓励跨行业合作等措施，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互联网普及

率、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提升。信用环

条件变量
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非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H1 H2 H3 H4 L1 L2 L3 L4 L5 L6 L7

政府角色
X1政府关怀 □ ★ ★ ★ □ □ □ ● ● ● ●
X2 政府效率 ★ ★ ★ □ ● □ ● □ □ □

社会环境
X3公共资源供给 ● ● ● ◎ ◎ ◎ ◎ ★ ★ ◎
X4 信用环境 ★ ★ ★ ★ ● □ □ ● ● □ □
X5 法治环境 ● ● ● □ □ ● □ □ ● ●

市场环境
X6 市场公平 ● ★ ★ ★ □ □ □ □ □ ●
X7 开放程度 ★ ★ ★ ◎ ◎ ◎ ◎ ◎ ◎ ◎

一致性 0.95 0.90 0.94 0.89 0.99 0.99 0.99 0.99 0.99 0.99 0.99
原始覆盖度 0.29 0.37 0.40 0.36 0.31 0.27 0.28 0.26 0.22 0.23 0.21
唯一覆盖度 0.04 0.05 0.08 0.03 0.05 0.02 0.07 0.02 0.01 0.04 0.02

总覆盖度 0.54 0.59
总一致性 0.90 0.99

表 5 组态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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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在此组态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完善信用评价体系，促

进互联网普及率和相关电信业务总量的增长。整体而言，组态

H3 强调了政府角色、市场环境与信用环境在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与组态 H2 相比，H3 更关注政府对科技创

新和产业发展的支持以及市场开放与竞争的促进。
组态 H4 的一致性为 0.89，原始覆盖度为 0.36，能够解释

36%的样本案例。核心因素为市场环境、信用环境与政府关怀，

典型案例为广东省。在这一组态中，市场环境侧重于市场准入

的便利化、市场竞争的促进以及营商环境的优化，这些措施对

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量、相关电信业务总

量、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信用环境在组态 H4 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健全信用评价

体系，推动互联网普及率和相关电信业务总量的增长。政府关

怀在此组态中成为新的核心因素，主要体现在政府对企业和个

人的关注，如提供创业扶持、关注民生问题以及保障信息安全

等政策对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量、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及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整体来看，组态 H4 强调了市

场环境、信用环境与政府关怀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核心

地位。与前述组态相比，H4 更注重政府对企业和个人的关怀，

以及市场环境的优化，从而实现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
（2） 低组态结果分析

低组态路径共有七条，总一致性为 0.99， 总 覆 盖 度 为

0.59，能够解释 59%的样本案例。通过对比发现开放程度不足

是形成低组态的主要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低组态地区的

营商环境水平较低，或者这些地区在数字经济构成要素方面的

发展程度较低。实际上，低组态反映的是营商环境在促进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不足，以及在具体路径中

存在障碍和阻塞。
（3） 高低组态路径总结分析

通过对比营商环境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高组态与低组态，

发现低组态并不是高组态的简单对立面。事实上，低组态并不

意味着营商环境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是揭示了营商环

境在引领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潜在短板。这表明在政府

政策、市场准入、信用体系等方面，仍需注重以提升营商环境

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总结出两条主要的驱动路

径。第一条是政府引导型路径 （H1 和 H3），该路径强调政府效

率和政策支持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第二条是市

场驱动型路径 （H2 和 H4），该路径强调市场公平与开放程度，

通过促进市场竞争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总之，地方政府应根据

所处的高组态类型和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政策措

施，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在政府引导型路径中，政府需发挥主导作用，加强政策支

持，提升效率；而在市场驱动型路径中，应关注市场环境的优

化，促进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
第一，政府引导型路径 （H1 和 H3）。在政府引导型路径

中，政府在营商环境的优化上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制定有针

对性的政策和法规，提供财政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以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北京市以

打造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六个高地”为主要目标，从政

府角度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和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北京市高

标准建设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参与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汇聚国

际数据资源，探索数据交易规则、技术实现路径和商业模式，

提供面向全球的数据价值发现、数据资产交易服务。通过建立

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和运行规则，优化市场环境，打破制

约创新的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从而推动社会环境的改善。
第二，市场驱动型路径 （H2 和 H4）。在市场驱动型路径

中，关键在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保障市场竞争公平，降低

市场准入门槛，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企业参与数字经济。此

外，还要鼓励企业创新和创业，为企业提供便利的政策和服

务，以提高市场活力，推动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具体来看，

浙江省已在 2017 年将数字经济列为“一号工程”，着力于优化

市场环境，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和相关从业人员数。在数字产业

化方面，浙江省开辟出一条以商业模式创新培育领先市场，驱

动数字技术突出的特色道路。浙江省政府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再

创营商环境新优势的着力点，为个体、企业提供便捷化与个性

化服务的同时，因地制宜调整监管策略，清理阻碍发展的不合

理的规章制度，营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进而促进数字经济

的发展。
3. 替代关系分析

（1） 路径 H1 和路径 H3 对比分析

路径 H1 和路径 H3 都属于政府引导型路径，但在政府作用

和重点领域上有所不同。路径 H1 强调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中

的引导和支持作用，关注政策制定、法治建设、财政支持、基

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在这条路径中，政

府主要以制度安排为手段，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鼓励

市场竞争，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从而激发市场活力。
路径 H3 则更注重政府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协同作用和资源

整合能力。政府在这条路径中，着力于推动不同部门、地区和

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互动，通过资源整合、共享和协同发展来推

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侧重强调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协调、
组织和合作作用，以及在跨地区、跨部门和跨行业的数字经济

发展项目中的推动力。
（2） 路径 H2 和路径 H4 对比分析

路径 H2 和路径 H4 都属于市场驱动型路径，但在市场环境

和企业角色上有所不同。路径 H2 关注市场环境的优化和创新

能力的提升。在这条路径中，市场竞争、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

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政府在此路径中的角色主

要体现在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

为企业提供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政策支持。此路径强调市场参与

者的主动性，鼓励企业不断创新，实现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路径 H4 则更注重企业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协作和资源整

合。这条路径强调企业间的合作和协同发展，通过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的合作、跨行业的资源整合和技术互补，以及跨区域的

产业布局优化等方式，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政府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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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中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为企业间的合作创造便利条件，推动

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升级。
4. 异质性分析

根据国家标准将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
由于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在要素禀赋、经济发展程度、
开放水平以及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异质性，因而营商环境对数

字经济发展的驱动路径存在差异。通过对比分析东部、中部和

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组态结果，探究不同

地区的差异化提升路径。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存在四条高组态

路径。其中东部地区表明，在保证政府效率的情况下，信用环

境、市场公平与开放程度的协调联动可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升。中部地区表明，公共资源供给、信用环境和市场公

平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条件，而诸多要素协调联动

可以弥补政府关怀不足的情况。西部地区，在政府角色发挥作

用的情况下，可以弥补开放程度、信用环境带来的不足，进而

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五、研究结论与现实启示

1. 研究结论

第一，营商环境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政府角

色、社会环境、市场环境等单一前因条件无法独立成为数字经

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关怀、政府效率、信用环境、市场公

平与开放程度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开放程度不足

是形成低组态的主要原因。在不同地区和发展阶段，诸多要素

通过协同作用，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多元化的驱动路径，表现为“非

对称性”和“多重并发”的特点。对比分析发现，政府引导型和

市场驱动型路径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和侧重点。政

府引导型路径侧重于政策扶持、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市

场驱动型路径强调市场竞争、创新能力和企业自主发展。
第三，研究揭示了不同地区在营商环境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上的差异特征。东部地区在市场竞争、创新能力和政府效率方

面表现突出；中部地区在公共资源供给、信用环境和市场公平

方面具有较强的发展优势；而西部地区在政府支持下，努力弥

补开放程度和信用环境方面的不足。
2. 现实启示

第一，强化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政府在数字

经济发展中起关键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应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创新能力和竞争中的作用。通过优化政策环

境、提升政府效率，同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企业创新与

创业，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二，注重培育区域特色与优势。不同地区在数字经济发

展上具有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方面，

应充分挖掘各地区特色和优势，以激发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

最大潜力。
第三，重视要素协同与多元化驱动路径。数字经济发展存

在多种驱动路径，具有“非对称性”和“多重并发”的特点。
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关注政府关怀、政府效率、信用

环境、市场公平和开放程度等关键因素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协

同作用。同时要灵活采用多种政策组合，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发

展阶段的实际需求，从而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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